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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大量史料，以现代品牌学视角梳理了丝绸之路历史上中国国家

形象的演变过程，通过自然资源、产品、政治、文化、人民五个方面提炼了丝绸

之路上中国国家形象的发展脉络，即由神秘、浮华夸张到逐渐走向真实。在自然

资源方面中国始终保持疆域广大，物产丰富的形象；在政治方面，崇尚礼仪、稳

重慷慨；在贸易往来方面，丝绸、茶叶、瓷器、金银器、动植物这些“明星产品”

形成了中国技艺先进、科技先进、繁荣发达、开放宽容的形象认识，在文化交往

方面，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体现；在人民的交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族都有融合，

充当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口碑，让中国形象更加生动；口碑形成中涌现出的“意见

领袖”加速了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更强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

国家形象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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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良

好的国家形象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强的国际影响力与更广阔的发展合作空

间。继 1990 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2006 年，他重申了文化、政

治、外交政策之于“软实力”的重要性，其中国家形象综合了以上三个要素，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十七大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国

家发展战略提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提上日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实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十九大提

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的重点建设，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内外联动，共商共

建，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

慧和力量。国家形象建设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果，积极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主动承担

相应的大国责任，日渐成熟的外交也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

色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向世界展示中国民主、法治、繁荣、进步的国家

形象，也展示了爱好和平、充满自信、平等相待的中华民族形象。清华大学副校

长杨斌认为“一带一路”与品牌建设是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实践路径，国

家形象建设不仅仅是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共同繁荣的实践与创新，更是彰显

大国责任与担当的重要体现。 

但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影响下，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质疑声也甚嚣尘上，在

国际上混淆着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非一蹴而就，而是深深植根于其历史，中国自主以来

就与沿线国家存在密切、多元的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渊源

下才得以提出。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在面临现代国内、国际环境做出

的最佳选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具有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现实基

础。以国家形象塑造这一研究视角审视丝绸之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将为打破“一

带一路”倡议的质疑提供历史证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由来已久、内容形式也多

元丰富；同时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寻找历史的经验，真正深入理解“一

带一路”倡议自愿、平等、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 

一、国家形象的内涵 

（一）多层次的国家形象内涵 

    国家形象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形为基础，象为延伸，并且在其延伸之上呈

现多重含义，融合而成。 

形象就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

关于某种事物或人的整体印象1，形象的产生源于某种事物和人外在的“有形之

物”，是人们感觉、知觉的综合反映，知觉首先要对“形”进行加工，从而再形

成“象”的印象。国家形象的基础是地理、气候、人民、建筑、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等等要素的“形”，客观存在。国家形象的“象”的产生，则随着认识

客体的对“形”加工反映的程度不同、认识客体群体形态的不同、认识客体接收

“形”信息过程不同而呈现更多的层次。国家主体之“形”在认识客体脑中的反

                                                        
1 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华大学学报》，2013.2，141 页。 



映不仅是主体形象基础的再现，还是认识客体知觉加工塑形的产物，由于客体对

信息选择的取舍、信息处理能力高低和主观情感状态的不同形成千差万别的认知、

态度、情感，这不仅会影响到客体对国家主体的了解程度，还会影响到客体及其

所在群体对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行为判断，从而在与一个国家发生关系的时候

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二）多角度的国家形象内涵 

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跨越不同学科，是对国家形象内涵不同角度的显现。从以

上对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形象既是本体的信息与行

为，也是客体头脑中对国家的认知反应，国家形象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正如管

文虎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

家各项活动及其构成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现和象

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2 

传播学认为国家形象是主体的信息通过媒介渠道的传播形成的媒介投影，客

体通过国家的舆论投影形成较为稳定的总体印象。刘小燕认为，国家形象是“国

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是“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

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

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3崔宝国、李希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

际上或者他国眼中的整体形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4李

寿源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国际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

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5 

西方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将其纳入品牌学的范畴之中，认为

国家形象即是国家品牌，国家品牌会对商业竞争产生极大的效应。国家品牌的感

知正是消费者通过对商品来源国的商品和品牌质量而形成的，如尤金·杰夫和内

本扎尔提出的“原产国效应”就是国家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具体体现，这

种观点将国家形象更多地集中于经济领域，而较少讨论国家形象的政治性。西

蒙·安浩通过国家品牌来探讨国家声誉，他认为“国家的声誉就如同公司或是产

                                                        
2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序言第 2 页 
3 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 
4 崔保国，李希光: 《媒介上的日本形象——1990-2000 年中国报纸的日本报道分析》，第 2 届中日传播国

际研讨会论文集，2000 年。 
5 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305 页。 



品的品牌一样地重要，因为国家声誉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与繁荣所发挥出来的关

键性作用是源自于它对其他国家的目标观众对本国的评价以及所采取行为的影

响。消费者对一个国家的产品、声誉而形成的感知、体验往往更加直接具体，消

费者往往将该国家的产品与该国家的形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会形成刻板印象，

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对该国形象的看法。如科特勒认为“国家形象是个人对某一

个国家的亲身经历、领悟观点、回忆和印象的总和，它包括个人对这一国家的情

感和审美”。6 

（三）历史传承的国家形象内涵 

在各国将国家形象作为国家战略进行整体部署的今天，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各

国经过慎重考虑定位，借助国际传播、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向世界发声，并进行

积极的形象维护的结果。然而一国的国家形象发轫于其历史，相对当代国家形象

塑造，历史中的国家形象更为原生，是当代国家形象定位的积淀，也是客体对某

一国家形象认知结果的原因所在。国家形象的内涵与国家的历史具有深刻的联系，

也为历史所局限，具有历史传承性。然而历史中的国家形象无法通过即时的测量

来得到结论，而是要借助考古、遗迹、历史记载、文学作品、游记等资料所反映

的历史、人民的交流来展现、解读，并逐渐还原，在这一点上，文学领域的形象

学研究可以对国家形象历史变迁的研究提供启示。 

法国学者让·马利·卡雷提出将形象学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在以往的影响研

究中，研究者通常会用一国作家对另一国的文学、文化等方面的看法来解释另一

国的形象，其中，看法是这一国家作家所属群体的“集体想象物”，这一国作家

可能是旅游者、传教士、流亡者，看法正是通过他们的游记、札记或报告、书信

等传递出来。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会将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形象进行对比，看其

偏离程度，探究产生偏离的原因。7卡雷指出，仅仅拘泥于考证的研究是不可靠

的，更重要的是要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各民族间的、

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8 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中国形象的认

识，是他者对中国“注视”产物，但这种注视并不是对历史上的中国完全真实、

完整、客观的反映，而是掺杂了“注视者”的想象、理解，并在特定历史文化语

                                                        
6  P.Kotler，”Marketing places”, quoted from Ingeborg Astrid Kleppe, Country Image in Marketing Strategies: 
Conceptual Issues of Experiential Asian Illustrations,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Vol.10, 2002,p42 
7 邹雅艳：《13——18 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博士论文，第 1 页。 
8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境中形成的“再现”。 

（四）小节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形象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对从“丝绸之路”

到“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形象变迁的研究中，借鉴形象学的启发，笔者以品牌学

的角度对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研究，以丝绸之路历史上商品、贸易、治理、文化、

人民的交流作为“形”的触点，结合不同类型文献资料的诠释所体现出来对中国

的认同、情感，从而还原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形象，使对跨代际的中国国家形象考

量更趋标准化，更具有可比性，揭示中国国家形象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差异。 

 

二、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镜像 

    德国历史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1833-1905）在 1887 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

行记》一书将“自公元前 114 至 127 年间连接中国、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之

路”9称为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进行丝绸贸易

的商道。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

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

亚细亚，即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

贸易交通的道路。犹如一条大动脉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

马以及中亚和中古时代诸多文明联系在一起，沟通了欧亚大陆上草原游牧民族和

农业定居民族的交流。10  

近年来，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丝绸之路经济作用的研究

显得格外突出，但也存在一些对丝绸之路经济作用夸大的质疑之声。美国学者阿

谢德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作用不大的理由，包括陆路

运输费时费力、通关丝绸之路的关税昂贵等等，因此，他认为，相对于丝绸之路

的经济作用而言，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的意义更盛。 

各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为用现代国家品牌塑造视角审视中国国家形

象提供了养料。客观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国家形象形成所依托的中介，在这

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各个维度得到了展现，并与沿

线国家的人民碰撞交流，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投下印迹，

                                                        
9 弗尔地那德·冯·李希霍芬：《中国亲程旅行记》第 1 卷，柏林，1877，454 页 
10 葛承雍：《中国记忆中的中国丝绸之路》，《全球史评论》，2015，06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存在于历史之中。 

（一）丝绸之路的路线 

丝绸之路的道路主要是三条呈东西走向的干线和五条基本上沿南北方向展

开的支线。第一条干线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所说的“草原道路”，这条道路，

东端的主要起点在中国的北部，越过草原和荒漠到达蒙古，再穿过西伯利亚泰加

森林以南的广阔草原，沿咸海、里海、黑海向西延伸，这是一条最早出现的横贯

亚欧大陆的交通线路。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 7 世纪，斯基泰人

就沿着这条道路，翻越乌拉尔山，将商业活动延伸到了遥远的阿尔泰山麓。中国

明清之际，晋商驱赶着庞大的马队，也基本沿着这条道路，将商贸活动扩展到了

欧洲。第二条干线，是丝绸之路中最为著名，也最为繁忙和繁华的一条道路，即

“绿洲之路”，这条道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东、西两段，绿洲道路的西段开

发较早，至公元前 6世纪，已逐渐形成了西起尼罗河，穿越两河地区和伊朗高原，

向东延伸到犍陀罗等广大地区的商业、文化交通网络。绿洲道路的东段开发稍迟，

自公元前 126 年张骞出使西域后，才正式开辟了从中原内地到西域各地的交通线

路，并逐渐将东、西两段沟通。此后，这条道路的东端又经陆路和海路，延伸到

了东邻中国的朝鲜、日本。第三条干线，被称作海洋道路，这条道路的东端，主

要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延海港口。这条海路的开发也较早，在西汉前期就有中

国船只经海道到印度，罗骊的船舶也曾在公元前远涉重洋，经印度和锡兰到达柬

普寨。但这条海路的充分利用，主要从中国的唐宋之际开始，其时阿拉伯商人的

航船开始活跃于这条漫长的海洋线路上。15 世纪，郑和带领中国庞大的船队 7

次下西洋，更标志着这条海路的全线开通。五条基本上呈南北向展开的支线，则

由亚洲东部到地中海东岸一字排开，不仅沟通了三条东西向干线的南北联系，而

且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亚欧大陆及至非洲的更广大地区。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的一条支线，向南可到达埃及和地中海东岸，向北则可经黑海连接东欧和北欧，

还可以通过多瑙河进入西欧。11 

（二）丝绸之路折射的中国国家形象 

丝绸之路的三条干线和五条支线并非同时形成、共同繁荣，而是随着国家的

更替兴衰、民族的迁徙、贸易的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交往的密切程度而

                                                        
11周红：《丝绸之路与亚欧经济》，《中华读书报》，2003.11.24 



逐渐形成、发展、消涨。法国学者 Jean-pierre Driege 在《丝绸之路——东方

和西方的交流传奇》一书中，把丝绸之路划分为使节时代、朝圣者时代 、商人

时代、传教士时代 、航海家时代，这是按照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时代进展和交流

的主要内容进行划分的，展示了不同阶段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题。 

笔者以这五个时代为划分区间，结合其他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从中国历

史的代际演进为观察视角，横对比丝绸之路没沿线主要国家的历史更替，力求全

面地展示丝绸之路上不代际间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 

1、使节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使节时代是大致始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 1 世纪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古

代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晚期、先秦时期到汉朝统治时期，西方世界则正在经历古

罗马由弱渐强走向帝国的时代。20 世纪初，从波斯、蒙古国和中国额济纳河流

域及古楼兰等地发现有大量残绢表明，在公元前 5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米

尔,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输入欧洲。可见，至

迟在公元前 5世纪中国丝绸已从陆路传入波斯，再转贩至罗马帝国。
12
 古代中国

和古罗马是丝绸之路的两端，虽然相距甚远，但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贸易影响重

大，罗马对丝绸的需求连接了它与古中国之间广大的地域、民族。但中国与罗马

间并没有直接贸易，而是经草原游牧民族、波斯等辗转到达罗马，东西两端以及

联接它们的丝绸之路路途遥远、战争频繁，因此，在使节时代的丝绸之路上，东

西方的贸易是不稳定的，商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出于政治、贸易的考虑，国家

间的使节交往是丝绸之路各国沟通交流的主要形式，也是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手

段。 

（1）政治外交使节 

中国沿丝绸之路探索西域的过程充满传奇色彩，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穆天

子传》中所记录的周穆王与西域国家、部落的友好交往，周穆王受到了各部落、

城邦的友好接待与尊重，宴饮游乐，各部落城邦向他贡献了大量的贡品，周穆王

也回赐了大量的礼物，中国与西域国家以外交的形式进行交换，互通有无，西域

各部落城邦贡献了大量马匹、牛羊、骆驼、美酒、宝石、玉石等，周穆王赏赐的

物品包括金银器、丝绸、漆器、铁器、香料。在使节时代早期，以国家为主体的

                                                        
12 孙占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上）》，《发展》，2014.4，39 页 



外交形式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交流的主要形式。 

随着公元前 221 年秦帝国统一六国，中国整体的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丝织业已相当发达，但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为此秦开始修建长城，以抵御匈奴，

至汉初，匈奴仍然是边疆隐患，在此过程中凡战败，就要向匈奴贡献大量物品，

多余的丝绸流入为匈奴与西方其他民族交易提供了货物。为打破被动的局面，张

骞在公元前 140 年出使大月氏，并希望与其结盟夹击匈奴。张骞第一次出使历时

13 年，几经周折但仍以失败告终，但张骞开始了中国探索西域的时代，了解了

大量西域的政治、民族、物产、风土信息。张骞于公元前 119 年第二次出使西域，

前往乌孙与其结盟，这次张骞携带了大量的牛羊、金银、布匹，赏赐西域各国，

同时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其他一些国家派出了副使，建

立汉与他们的友好关系，西域各国也开始更频繁地派遣使来到中国，看到了中国

的繁华与富庶，这都为全线贯通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从此以后，汉

陆续向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等各国派出了更多的使团。 

《史记》记载到汉朝派出的使团，人数多时由几百人组成，人数少时也有一

百多人,每个使团出使都带去大量的丝绸、货币和其他礼物。每年派出的使团多

者十来批，少者也有五六批。就这样，中国的物产更加得到西域诸城邦的认可，

也让西域的物产进入中国，其中最为有名的即是大宛驹。公元 97 年，班超派遣

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

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

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备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

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出使大秦进一步加深了汉对西域的认识，

对各国的位置、距离、风俗都有了新的认识，扩大了汉与西域的交流，自甘英之

后，西域城邦也开始频繁派遣使节来汉，建立友好关系，范晔写到“于是远国蒙

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安息遣使献大爵、狮

子，超遣子勇随入塞。” 《后汉书》还记载：公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

到中国，还带来献给东汉桓帝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 

（2）商人使节 

张骞通西域后，班超父子经营西域，各国纷纷纳贡称臣，移民屯田为来往

的使团提供保护和给养，因此，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团多了起来，使团人数众多，



除持有符节的真正使者，大量的商贩也搀杂其中，以贡赐的形式与汉进行贸易，

代表本国来到中国的使节，即使心里只想做生意，也一定要服从中国的礼仪和习

俗，他们把带来的土产作为贡品，表示他们的国家向中国称臣。交换商品名目众

多，包括各种名贵马匹、夜明珠、宝石、犀牛角、大象、狮子、猛兽等等，除物

品之外，还有大量的杂耍艺人也随使节团进入汉，而汉向外输出的主要物产为丝

绸、金银等。 

（3）使节时代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中国是迷一样的国度。 

在使节时代， 国家间的偶尔的交往使得中国与西方和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之

间展开了对彼此的想像，丝绸的稀缺和丝织技术的神秘更加深了这种幻想、猜测，

在当时，中国是迷一样的国度。公元前 1 世纪斯特拉蓬在《地理学》中这样陈述

“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天气炎热，有一些树长出绒毛，内亚尔克说，人们用这种

绒毛织成的精美布料，很像用某些树皮制成的丝绸，被马其顿人用来包裹坐垫和

马鞍。” 认为中国是迷一样的国度认识甚至在使节时代之后仍延续了许久，公元

4世纪，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认为“塞里斯国”疆域辽阔，沃野千里。那里气候

宜人,“物产非常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

而量众。”13马尔塞林还赞叹:“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

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世界所有民

族的状况》陈述中国“一连整整数天，天上降下面包，喝一种乡村见的蜂蜜和胡

椒”，“他们没有政府，肯定是自我管理的……人身从来不受虚弱残疾之苦。”14  

第二，强大繁华的礼仪之邦 

使节时代的中国不仅是迷一样的国度，还是强大、繁华、礼仪的国度，张

骞、班超父子成为中国的著名人物，他们代表的中国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投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15因张骞在西域

的影响力深远，西汉之后出使西域的使节都以他“博望侯”的名义出使。另一位

著名人物是再开西域的班超，在汉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后出征，重新平定了西域各

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是西域各国都知道敬佩的将领，《后汉书·西域传》

                                                        
13 伍辉：《西方的中国形象变迁研究》，硕士论文，18 页 
14 田周宁:《2000 年西方看中国》，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 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3159 页 



载：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

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者，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

枝、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16班超成为中国军事强大的代表，

威震西域，班超除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还具有优秀的外交能力，派遣甘英出使大

秦也是彰显中国大国地位的举措。张骞和班超成为中国强大、繁华、礼仪的国家

形象“代言人”。 

 2、朝圣者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在汉以后，丝绸之路基本得以贯通，各国使团、贸易商队开始络绎不绝，逐

渐也开始了宗教的传播活动，宗教活动是丝绸之路上商队的重要活动。大约在公

元 1世纪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地区，有不容置疑的史料表明，佛教在此以前己进入

中国内地。17到东汉末年，已经广泛地传布于民间，629 年，西游的唐朝玄奘成

为朝圣时代的典范人物，直到公元 9世纪仍有人进行着朝圣和取经的活动。此外，

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在公元 6、7、8世纪在中国传播，具有强烈的

中亚特点，与活动在丝绸之路贸易的商人密不可分。同时朝圣者的时代是西域各

国与中国宗教交流的时代，宗教的传播活动始终持续在中国的历史之中，中国出

现了许多不畏艰难探索宗教奥义的人物，宗教朝圣者的经验、探索、解读、传播

让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社会逐渐相融合，这也使得一些宗教精神内化成为中国

文化。与中国朝圣者探索的同时，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也有大量来到中国传播宗教

的外国人，他们既充当了传教者，也充当了联接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纽带，成为中

国与丝绸之路各国交往的重要内容。 

845 年，唐武宗禁止佛教，外国宗教都大受打击，祅教、摩尼教、景教从此

一蹶不振，只有佛教保持了较旺盛的生命力，8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少数

民族中稳固的发展，这得益于日渐强大的阿拉伯对海上贸易商道的控制，伊斯兰

教因此在中国的南方扎根，但从此以后中国的宗教朝圣活动渐渐消失。 

（1）佛教朝圣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长时间的适应融合过程，从而让中国人接受、信奉。

早期佛教的传播得益于定居于中国的外国人，如使节、商贾、流亡者，佛教教义

由这些定居的外国人进行翻译，逐渐影响到中国人。此外，大量的外国僧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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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佛教的传播活动，根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记载，汉代及魏晋南北朝

时来华并参与佛教经书翻译的中亚译经师有：来自安息的译经师安世高（东汉桓

帝建和年间来华）、安玄（东汉灵帝末年来华）、昙谛（曹魏主髦正元年间来华）、

安法钦（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来华）；来自月支的译经师：支娄迎截（约在东汉灵

帝时来华）、支耀（灵帝中平年间来华）、支亮（支截弟子，来华时间不详）、支

施仑（前凉主张天赐凤凰、东晋简文帝咸安）；来自康居的译经师：康巨（东汉

灵帝中平年间）、康孟祥（献帝兴平）、康僧会（三国时东吴的康居人后裔）。随

着外国移民在中国对佛教经书的翻译和外国僧人在中国的传教，中国人不再满足

对译本的认识，而开始了自己的朝圣之路，朝圣者或沿丝绸之路的主线前进，或

沿丝绸之路的南北支线前进。 

最早前往印度朝圣的人物是法显，他在 399 年取道沙漠商队常来往的绿洲之

路前往印度，在 12 年后沿海路回到中国，是朝圣者的先驱。唐朝的玄奘对佛学

有精深的研究与追求，由于译本的混乱，使人无法接触到佛教教义的本意，玄奘

决定西游朝圣。他于 629 年出发，经由兰州到凉州（姑藏），至瓜州，再经玉门

关，越过五烽，渡流沙，抵达伊吾（哈密），至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境）；之

后经屈支（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碎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

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

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

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

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接着玄奘进入印度，最终到达那烂

陀寺，潜心研究佛经，讲经论法。玄奘详细记录了沿途的佛塔、佛像、圣骨、崇

拜物等，公元 643 年，玄奘启程回国，带回了 657 部佛经， 645 年，玄奘到达

长安，并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潜心翻译、研究佛经。在玄奘之后，义净于 671 年在

广州登上波斯商船，但南下的海路是贸易通道，而不是宗教朝圣的通道，从此有

成就的中国朝圣记录渐少了。 

（2）中亚宗教的传播 

祅教是公元前 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它将宇宙现象归结为

善与恶的斗争，崇拜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是古波斯和萨珊波斯的国教。魏



晋时期，粟特商人在沿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同时，将祅教逐渐传入内地，并形成

了宗教群落，在北魏、北齐、后周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得以广为流行。18根据

大量文献资料的记载，在伊州、沙洲、凉州、太原、垣州、定州等地都有袄祠和

袄教徒的活动。19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派。公元 5世纪时叙利业人聂斯脱留斯创立该

教派，主张耶稣兼有神、人二性，被指为异端后向中亚地区传播，635 年传入中

国。唐太宗在 638 年下诏准许传教，从此景教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在多地修建了

寺庙，在长安的安义坊、骋泉坊建有景教寺,在洛阳修善坊也有景教寺。在高宗

时，在成都、灵武、广州、扬州等各州分别建寺。20然而到唐武宗时期，外来宗

教全面被禁止，景教从此大受打击。 

摩尼教产生于 3世纪，是波斯人摩尼在祅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和基督教

的教义而创立的宗教，摩尼教生于中亚，并在中亚绿洲地区传播，在遭受波斯萨

珊王朝的禁止后，向中亚草原游牧民族传播，并随着粟特商人慢慢传入中国，并

在定居长安的回纥人中广泛传播。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几经盛衰，后由于回纥与

唐朝的密切政治关系，一度建立了众多的回纥寺庙，自大历三年（768 年）起，

在长安、洛阳，以及荆、扬、洪、越等州都建了摩尼寺。21后由于回纥与唐的关

系恶化而被禁绝。 

中亚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与中亚各民族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贸易有密切关

系，他们长期从事贸易与中国交往，其中为数不少的中亚人在中国都有据点，或

者定居于中国，中亚宗教通过他们得以向中国辐射。 

（3）朝圣者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融合的国度 

朝圣者时代跨过中国历史的两汉、十六国、两晋、隋、唐等时期，这是中国

历史多民族融合的时期，虽然在十六国、两晋时期中国战乱频繁，但各政权仍保

持着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交往，这些交往仍保持使节时代政治交往、贡赐贸易

的形式，然而越来越多的民间交往更加拉近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距离，

也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变化，逐渐打破了使节时代的神秘、传说形象，而

                                                        
18 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16 页 
19 陈海涛、刘慧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务印书馆，2006 年，306-308 页 
20 赵晓佳：《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博士论文，91-100 页 
21 《佛祖统经》卷 39,第 2304 页 



得以展现中国更全面的形象。 

第二，宽容开放、兼收并蓄 

大量的宗教交流传播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得以实现，无论是中国的宗教朝圣者

走向宗教的起源地，还是异域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是中国社会、文化内部对于信

仰的追求，是中国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的碰撞与自我调适，中国的宽容

开放、兼收并蓄使生活在中国的各国侨民在中国有所属群体，如佛经翻译大师安

世高，马雍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评》一文中认为安世高是安息王科斯鲁斯

的太子，生于 110 年前后，死于 184 年以后，他让国出家纯系被迫而为。22安世

高在洛阳停留了几十年用于译经，晚年曾巡行于中国南方。大量的中亚宗教寺庙

在中国被建造也说明中国对外来宗教的宽容态度，中亚宗教不仅为侨民所信仰，

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信徒。这也反映出不同语言在当时的中国并非完全不能交流，

是中国宽容开放、兼容并蓄的表现。 

3、商人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丝绸之路的发展始终贯穿着贸易主线，商人时代绵延时间最长。经过使节时

代、朝圣者时代，中国社会迎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疆域广大、经济文化繁

荣、治理开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对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影响巨大。在这一时期，众多的中亚国家都愿向中国称臣纳贡，同时，西

方崛起的突厥、阿拉伯，南面崛起的土蕃也都与中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并且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也数次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这为丝绸之

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在商人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活跃起来，中国的泉州、广

州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 

商人时代的主题词是贸易交流，虽然使节时代前期丝绸之路就充当着贸易交

流的纽带，但与使节时代贡赐贸易不同的是，商人时代的丝绸之路贸易交流有大

量的民间交易。典型的商人时代从隋唐朝开始一直持续到元朝时期，在这时期内，

无论是丝绸之路的草原之路、沙漠之路还是海上之路都有商人们往来通商的繁忙

身影，并且交易产品的种类更多、形式更丰富。 

（1）贡赐贸易愈加发达 

《隋书·西域传》中记载了隋朝贡赐的史实：康国“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

                                                        
22 周绍祖主编：《西域文化名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后遂绝焉”，安国“大业五年(609 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石国“以大业五年

(609 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拔汗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吐火罗国“大

业中，遣使朝贡”，寸邑阻“大业中，遣使贡方物”，米国“大业中，频贡方物”。 

韩香在《隋唐长安与中业文明》记录了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贡赐往来，

十分频繁。康国从 624 年至 772 年遣使朝贡 34 次，安国从 638 年至 772 年遣使

朝贡 18 次，石国从 634 年到 762 年 20 次遣使朝贡，拔汗那从 671 年至 762 年

26 次遣使朝贡，吐火罗从 635 年至 755 年 27 次朝贡。此外，米国、曹国各 10

次、蜀宾 14 次、勃律国 16 次、史国 6 次、识匿 4 次、护密 11 次、骨咄 9 次、

陀拔斯单国 4次、谢飑、俱密各 6次、何国、俱兰、石汗那、解苏国、揭师、帆

延、乌菠各 1次来唐朝贡。唐朝对各国分别进行了册封和赏赐。23 

（2）民间贸易形式多样，种类丰富 

唐朝与中亚地区贸易的主要对象包括中亚诸国（尤其是中亚粟特人）、北方

草原的突厥汗国、回鹊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大食）。官方或民间的“互市”是游

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历史悠久的贸易形式。通常在边境地区所设立的一些互市

砂点进行。突厥、回骼与唐朝互市的热情很高，通过这种方式，牧业经济地区的

牲畜、皮毛等产品与中原的丝绢、茶、盐、粟、金银器皿以及日用品得以交易。

24唐朝与突厥、回鹃间的“贡赐”和“互市”贸易以北方草原地区出产的马匹与

中国内地的丝绢为主要内容，因此又称为“绢马贸易”。 

唐与突厥、回鹘的“绢马贸易”也是民间互市的重要内容，回鹃以大量的马

匹换取唐朝的丝绢和茶叶，数量巨大，再凭借在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粟

特商人，将多余的丝绢转运至西亚、南亚、地中海地区。在 8世纪绿洲之路被阻

断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就主要通过回鹘所在的草原之路向西方输出，回鹘获得

了巨大的利益。 

无论是贡赐贸易还是民间贸易，粟特人都是活跃于隋唐时期的外国商人，据

统计，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72 年），在 150 年间，粟

特人共入贡 98 次。入贡时间主要集中在开元五年（717 年）至天宝十四年（755

年）之间，此间入贡次数达 60 次之多。25 粟特商人们将中国的丝绸等商品贩运

                                                        
23 韩香：《隋唐长安'J 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0 一 60 页 
24 赵晓佳：《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博士论文，81 页 
25 陈海涛、刘艺琴：《来自文明 1 字路日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出版馆，2006 年，204 页 



到西方，同时向中国输入西方、西亚、中亚及西域各地的奇珍异物。在这一时期

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繁忙，商队的规模更加庞大，多时竟多达 5000

人。26 沿着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粟特人把玻璃器、宝石、各种装饰品、中亚的

土特产运往中国，然后把中国的丝绸、皮革、漆器、铁器、金银器等运到中亚、

印度、伊朗、罗马等。在唐朝，除却丝绸之外，茶和瓷器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

中国商品，远销海外，粟特商人也将大量外国的植物、动物、香料、药材等输出

了中国。粟特商人在中国境内也相当活跃，参与民间贸易，敦煌文书《唐天宝六

载（747）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来粟碟》记载了粟特商人康仁希纳和籴粟

50 石27的故事。粟特人也与汉人合伙经商。 

（3） 海上丝路活跃 

在唐繁荣稳定之时，阿拉伯帝国逐渐强大，巴格达在 762 年建立，宫廷的奢

华大大催生了贸易的需求，阿拉伯人逐渐占据了海上贸易的优势，与中国进行贸

易活动。“大食帝国一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中国的贸易。例如：巴格达的制纸业、丝织业和陶瓷制造业，大马士革的

金线绣缎和各类丝绸、亚历山大的丝织业和福斯塔特的陶瓷业、阿勒颇的主要商

品，无论原料、工艺，甚至工匠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在巴格达甚至开辟了专卖中

国货的市场，以满足人们对中国商品的狂热追求”。28阿拉伯商人当时占据海上优

势，他们由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以及沿海各港口来中国贸易。

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路不仅将各种各样的货物输入中国，货物多是南海和印度

洋各地盛产的香药、犀牙、砒猖、珍珠、珊瑚、唬拍、棉布以及各种玻璃制品。

由中国运出的货物以丝绸、陶瓷、铜、铁、康香、大黄为主，此外还有纸张、葛

布和琉璃珠等29。 

（4）马可波罗 

1279 年，蒙古帝国的强大征服了中亚、西亚、部分东欧地区，统一了南宋，

建立了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蒙古人征服南宋期间，忽必烈于 1260 年即蒙古大

汗位，并于 1271 年改国号大元，建立了元朝。元朝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

                                                        
26 (苏)加富罗人著：《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169 页 
27 池田温：《中国古代藉帐研究·文录》，东京,1979,472 页,转引自程越《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

活动》，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59 页 
28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78 页。 
29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8 页 



以中国为主要疆域的中国王朝。30 元朝广大的疆域基本保持在同一的政治空间之

下，政治与军事的需要推进了蒙古政权在其所征服和统治的地区开辟驿站、畅通

交通的进程，这在客观上加强了被征服地区与统治中心的联系，也为元朝与亚欧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马可波罗父子正是沿着驿站系统得以进入中国，

开始其在中国的游历，得以成书《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受到了忽必烈的欢

迎，并担任了监察员，先后被派遣至云南、甘州、杭州、扬州等地。马可波罗的

足迹遍布中国，因此他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关于中国的记叙也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 

在《行记》中马可波罗描写了杭州的繁华，以及杭州作用海上与内陆运河中

心的地位，同时他也描述了市场上的丰富产品，如香料、珍珠、宝石等；《行记》

还描述了元大都的繁华景象，商人云集，丝绸贸易繁忙，交通四通八达。《马可

波罗行记》中曾记载忽必烈先后建都的城市里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国籍的

人：西藏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甚至匈牙利人、俄罗斯人或亚美尼

尼人。他们往往是从母国被流放出来的。 

《马可波罗行记》反映出了元朝发达的国际贸易，甚至在国家的经营治理上

外国人也纷纷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回回商人是其中的典范，他们借助驿站网络将

大量物资输送于国内与国际之间，他们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大都、上都和北方各地，

将国内棉布等各种货物的流通转运。通过传统的陆上丝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他们

将中原的物资贩运至漠北和西域各地，再从西域各地将欧洲和西亚、中亚、南亚

等地的商品转运到两都及国内各城镇。元朝的海上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元朝在广州、泉州、庆元等地设立了市舶司，马可波罗担任的监察员一职正

是对市舶司的监管。 

（5）移民众多 

粟特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他们建立配合

远途商队贸易的中间补给站、转运站，逐渐形成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的

粟特人大量分布在沿丝绸之路的东西走向地区，如新疆、甘肃、长安、洛阳等地。

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经商的过程中也大量移民中国，长安、洛阳、广州、泉州都有

大量的阿拉伯人定居，其中不乏巨富商贾。除此之外，在蒙古帝国征战的过程中，

                                                        
30 王治来、丁笃本：《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 年，69 页 



各种民族人民开始了大量的迁徙与融合。 

（6）商人时代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富裕、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开放是商人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集中表述。 

商人时代是丝绸之路绵延最久的时代，跨越了中国隋、唐、宋、辽、元，是

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虽然经历了朝代的更替，但在长期的统一时空内，陆

上丝路与海上丝路都几度繁荣，商品贸易、移民流入、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都在

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进一步打

破神秘、传说国度的印象，也不同于朝圣时代兼收并蓄的印象。在商人时代，外

国商人不仅参与到贸易、交换之中，甚至还参与到了中国的商贸管理之中，他们

在从事商业、参与管理的同时，也充当着中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交换纽带，著名

的马可波罗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的轰动是中国形象的主

要认知来源，国家富裕、城市繁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安全有序是《马可波

罗行记》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其中记录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宽大的城市道路等等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贸易货物种类的丰富和商业发达带来的

城市繁荣，这些都强烈激起西方国家对富裕中国的好奇之心，寻找东方甚至成为

了西方航海大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认知在这种强烈的好奇

之心下也发生了变形。 

 4、传教士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蒙古帝国的扩张使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威胁，对中国的认知也不仅仅只对中国

商品才有感触，蒙古大军的西进加速了东西方的更深入的了解。蒙古帝国贯通了

欧亚大陆的交通，打破了拜占廷和阿拉伯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赫德逊

说：“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触中断了至少四个世

纪后又得以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而已。公元 13 和 14 纪之后西方世界对中国

的知识是甚至古代丝绸贸易最繁荣的时期都未曾有过的。这不是由于贸易额超过

古代，……而是由于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即宗教与外交方面的关系。”31 在传教

士时代，丝绸之路更多地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桥梁，文化交流意义更大。 

（1）博朗嘉宾 

1245 年，多明我会修士博朗嘉宾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试图劝说蒙古政权

                                                        
31（英）G. F.  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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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宗基督教，并结成联盟，但并未取得成功，博朗嘉宾完成了《蒙古纪行》，详

细描述了蒙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

这个草原帝国的政治结构、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等情况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重

点描述了蒙古人对周边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和扩张的历史。《蒙古纪行》是欧洲第

一部关于蒙古和中国的著作，“这位第一代方济各会士竟丝毫没有以一位传教士

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却更为倾向于以一位特使的感情来叙说。……对当

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作了客观的评介，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

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32 博朗嘉宾记录了中国的物产，“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

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

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33 

（2）吕布鲁克 

1253 年 7 月，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吕不鲁克出使蒙古，吕不鲁克几经周

折见到了蒙哥大汗，但并未取得成功，蒙哥要求法王归顺。吕不鲁克回到法国后

写下了《吕不鲁克东行记》，他认为“契丹”很可能就是古代的“赛里斯国”（即

丝人国）。“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

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从“赛里斯”（丝

人国）到“契丹”，“这一句话复活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所有关于赛里斯古国的知识

或幻想”，“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传统又承继上了”34 

（3）蒙高维诺 

方济会修士蒙高维诺是罗马教皇向东方派出的又一位重要传教士，在他来到

中国的路途中由于战争的影响，丝绸之路的沙漠之路被中断，因此他取道波斯湾

通过印度来到中国。蒙高维诺于 1293 年到达北京，得到了大汗的宽厚相待，在

面临教派冲突时，仍然先后在北京、与泉州建立教区，使数据以千人改奉基督教，

他于 1305 年、1306 年寄出书简，记录了他在北京的见闻与活动。在书简中他主

要记录了教区管理情况，只少数地记录了中国的国情，“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

辖国境，庞大无此，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此间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

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其人砥行节欲，较之吾拉丁僧

                                                        
32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3 页。 
33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9-50 页。 
34周宁编著：《2000 年西方看中国》（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 年，第 44 页 



人，更为严刻。”35 从蒙高维诺的书简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宗教宽容政策。 

（4）马里诺利 

在蒙高维诺去世后，教皇派出马里诺利率领 4名特使前往北京，他们于 1342

年到达中国，并在三四年后离开了北京，在返回罗马后写下了《波西米亚史》，

并在 400 年后由德国人梅诺脱将其中的游记注释后单独刊行，名为《教皇专使小

级僧约翰马里诺里奉使东方录》，在这本游记里除了记述了马里诺利与大汗的礼

仪交往外，还记录了当时南宋的情景，“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郡国无数。

若与未亲见者言之，皆必摇首不信。物产丰富，所产水果，有为拉丁诸国所未知。

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几不胜数。康勃绥城（京狮）最著名，面

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

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

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

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之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36此外，游记中还描

述了刺桐（泉州）的繁忙港口形象。 

（5）中国与基督世界的中断 

在传教士时代，传教士与和商人同样在丝绸之路通行，不绝于缕，但在 14

世纪这样的情形则消失不见了，蒙古政权于 14 世纪开始逐渐势微，统一局面被

打破，明朝于 1368 年建立，1387 年统一了中国，蒙古族政权时代的宗教宽容政

策由尊崇儒家思想所替代，西方传教士逐渐中断了与中国联系，虽然在明之后仍

有传教士沿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但是沙漠商队的路上人迹渐少，因此，海上

丝绸之路在日后日益繁荣起来。 

（6）传教士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浮华褪去，回归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传教士时候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除去一

贯的强大、富裕等认知，中国文化孕育的独特生活、仪式、民俗习惯被世界所认

识。 

传教士时代丰富了丝绸之路连接、传输的内容，传教士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

进行了记录与描述，与使节、商人视角不同，传教士以更生活化的视角观察中国

的民生，因此，传教士反映出的中国褪去了一些浮华的夸张，使外国对中国的了

                                                        
35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26 页。 
36 同上，355 页 



解更加真实，开始更全面地认知中国，形成对中国南北方实为一国的认识，虽然

在传教士所反映的中国仍然是军事强大、城市繁华、国家富裕的形象，但传教士

的记录还反映了更多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着装、节日、享乐等，这使得外国对

中国的形象认知更加细节化、具体化，补充了中国强大、富裕的宏观形象。 

5、航海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15-17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开辟海上新航线探

索新世界，蒙古政权的崩溃也使得陆上丝绸之路失去了统一局面的畅通之势，这

都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中国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

起来，更多异国得以近距离地认知中国，《马可波罗纪行》在欧洲掀起的中国想

象不仅使西方陷入对中国财富的狂热之中，也让欧洲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全面爆发。

“盖不独金、银、珍珠、宝石、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也。而吾人亦可与其

国学人、哲士、天文家等交谈，互换知识。统治国家之才能，巧慧战争之方法，

吾人皆可自其人学习取材也。”37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丝绸

之路长期以来形成的物产丰富、交换得利的中国形象使得西方将中国作为主要的

目的地。托斯卡内里在写给哥伦布的信中说：“在下依此航行，即可抵产香料宝

石之国。其地肥美，最为富厚。……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

即杭州），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城內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38 在对中国

财富的想象中，西方使节、商人和冒险家们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他们的目的

或许各不相同，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使节可以变成商人，商人也可以成为使

节，而所有人为了达到目的，都有可能变成冒险家。39 

（1）皮雷斯 

葡萄牙首先占据了海航行的优势，皮雷斯是葡萄牙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

使节，但是这次出使结果以失败告终，皮雷斯在《东方概要》一书中描述了从红

海远到日本群岛的所有亚洲沿海地区，超出了欧洲人以往的认知，其中对中国的

描述是这样的：“中国物产很多，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宝藏丰富，讲究排场，

                                                        
37 转引自哥伦布日记中摘录托斯卡内利的信中的一部分，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

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40 页。 
38 同上，第 439-441 页 
39 邹雅艳：《13-18 世纪西方中国国家形象演变》，博士论文 



铺张奢华，使人以为那是我们葡萄牙而不是中国。中国的土地很多，骡马健壮，

数量庞大。”40 此外，他也记录了中国的贸易管理情况，包括中国的货物、发货

港口、停船岛屿、关税、计量单位的换算等等，他也记录了中国政府对海航的严

格规定：“没有广州行政长官的批准，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

而批准手续十分烦琐，导致多数中国人放弃出国。而外国人来中国后不能随便离

开，除非得到皇帝的批准。为得到批准，富人也会倾家荡产。任何船只如违反停

泊规定，其货物被没收上缴皇帝，人员被处死。”41  

（2）盖略特·伯来拉 

盖略特·伯来拉是葡萄牙贵族，具有丰富的海上贸易经验，在其来到中国进

行贸易的时候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被投入监狱，经过了囚徒岁月而最终逃回。他

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中国报道》，在这本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区划、行政

管理，详细详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其中对中国的名称的考证突破了以往外国人

的所有认识，他指出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被外国称为契丹。伯来拉虽然饱受牢狱

之苦，但对中国的多个方面都持肯定态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

饮食、禁忌、贸易等方面。 

（3）加斯帕·达·克路士 

克路士是对多明我修士会的传教士，他于 1548 年随团前往亚洲，并幸运地

得到访问广州的机会，并把自己见闻写成《中国志》，成为欧洲第一部关于中国

的专著，在《中国志》里他详细的描述了中国的各方面。在对中国名称的考察中

他也发现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被称为支那，在对周边国家进行分析后克路士得出

结论：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而强大的国家，“一端直抵亚洲的尽头，……另一端

则达到了作为欧亚分界的塔纳斯河。”42 克路士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日常饮食、

物产、穿戴、审美、礼仪、勤劳、文字；中国的行政、司法、群主制；其中也详

细描述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业城市的繁华，在大城市中，“虽然有专门开设饭

馆的街道”，但“城内所有街巷几乎都有饭馆。这些饭馆里有大量烹调的肉食。

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43 “金匠、银匠、铜匠、铁匠和其

                                                        
40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41 同上，第 5 页 
42（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2 页。 
43（英）C.R. 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94 页。 



他各行各业，既多又完备，各种的东西也十分丰富，应有尽有”44  

克路士对中国瓷器的描述也更新了欧洲人以往的认识，“瓷器的原料是一种

白色的和柔软的石头，有的是不那么细的红色；或者不如说那是一种硬粘土，经

过很好的打磨，放入水槽（水槽也用砂石制成，有的用胶泥，十分干净），在水

里搅拌后，上层的浆便制成细瓷，下面的制成粗瓷……他们先用这种粘土制成瓷

器，有如陶工之制作器皿；做好后放在太阳下晒干，干后他们随意上淡青色，据

我们所见那是十分清淡的。这些图案干后再上釉，然后带釉烘烤。”45 

明清时期为了防患海盗实行了闭关政策，国际贸易严格受限，但国内贸易吞

吐量巨大，克路士在《中国志》中描述了内河船只与交通网络的稠密，提出了中

国在不需要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我供给。 

（4）利玛窦 

利玛窦是继马可波罗后又一个著名的欧洲人，他在 1582 年抵达中国，正值

明朝的万历年间，奉召前往中国传教，在中国传教初期他发现中国文化对外来文

化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即使是由于短期的利益入教，也会在日后轻易的叛教，因

此他率先采用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允许教徒继续祭祀祖先

和尊孔，并试图从古代圣贤的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精神的一致性。利玛窦用汉语

传教，同时以一些西方的技术展示作为吸引民众的手段，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天

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与士大夫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开启西学东渐的潮

流。利玛窦去逝后，他的笔记由金尼阁神父整理并出版，《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在欧洲掀起了热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情况，涉及中国

的政治、风俗、法律、制度、宗教等，利玛窦是第一个通晓中西文化并在中国深

入生活的神父，对中国的记录也相当的客观冷静，作为一个亲历者、思考者、探

索者，他的记录具有相当高价值。 

● 疆域广大，物产丰富 

沿续马可波罗对中国疆域广大、物产丰富的认识，利玛窦同样肯定中国的地

大物博，但更加科学，他和同伴们把中国的疆域确定在南起海南岛北至长城以北，

西起云南省，东至东经 132°46的范围，横跨热、温、寒带，因此中国物产极其

                                                        
44 同上，89-90 页 
45 同上，第 90 页 
46 此处的经度是指以富岛为子午线的古代经度。 



丰富，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利玛窦记录了中国的茶叶、香料、硝石等物产，

从此打破了对《马可波罗行记》夸张的质疑，再一次使中国疆域广大、物产丰富

的形象深入人心。 

● 重哲学轻自然科学 

利玛窦还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指出在中国书籍的传播要远远低于欧洲传播

的成本，但他指出中国在机械和手工艺方面、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实践也落后于

欧洲的现实，中国重哲学而轻自然科学的现实，文官治国与科举推行更是促使这

一情况的严重。 

● 有礼但排外 

“这个古老的帝国以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

德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办事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

47 但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境内自由居住”，“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

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

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

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48 

● 爱好和平、不尚武力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崇尚武力的民族，“他们极不喜欢武

器，没有人家中存有武器，除了可能有一把金属的短剑，那是旅途中或许需要作

为防盗之用的。人民间的斗殴也从未听说过，除了是以揪揪头发或抓伤而收场。

也没有人因为受伤便打伤人或打死人来报复的。”49而克制会被赞扬为谨慎和勇敢。  

● 封闭与执着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去多花精力去了解外部世界，中

国人在面临异国时有相当的优越感，并始终执着的相信自己的国家优越于其他任

何一个国家，但在发现异国事物的准确性之后则又会相当执着的推崇，人们在初

次面对利玛窦的地图时，采取了猜疑态度，但当学者们发现它的准确性后，便给

出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利玛窦制作的天球仪、地球仪、钟表、三棱镜等其他科学

仪器也获得了深信不疑。 

                                                        
47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第 63 页 
48 同上，第 62 页 
49 同上，第 63 页 



（5）航海时代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中国就是古代的契丹 

航海时代的到来让世界有了更加了解中国的条件，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逐

渐势微，海上丝绸之路则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浪潮下热闹，但由于明清中国的闭

关政策使得海上的国际贸易也极其严格受限，因此中国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但西方对了解中国的热情高涨，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一时期更客观、科学、细腻

地展现在世界的眼中。这一时期中国疆域广大、物产丰富的形象确定在了世界的

眼中，同时西方对中国的追本溯源也获得了清晰的认识，即中国就是古代的契丹。 

第二，人民注重礼仪，不尚武力 

在多位前往中国的冒险家和传教士眼中，中国的法治也获得了认可，人民注

重礼仪、不尚武力、勤俭节约也成为了世界对中国人民清晰的认识，中国人的日

常生活、习俗、礼仪在这一时期以生活化的场景展现在世界面前，宛如中国人的

民族志一般。 

第三，儒学文化下的治理 

在这一时期世界对中国形象的了解的一大进步在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文官

治国、重哲学、轻自然科学被世界所了解，四大发明虽然在中国取得了进展，但

对缺乏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儒学对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成为世界分析中

国形象的根据之一。航海时代的中国虽然贸易发达，但重形式而轻质量的经商理

念不被西方价值观所认同，但中国的名明产品仍受到世界的关注，如茶、瓷器、

香料等。在航海时代外国移民减少，这是由于政府对人民的流动性以及外国人进

入中国的管制严格所带来的。 

 

三、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脉络 

（一）建构主义视角下对国家形象的理解 

古代中国是集权制国家，因此，王权意识更多地占据了历史表达的主角，叙

述角度单一，国际间的往来如有记录也是以掌权者为主的记录，使得国家间对彼

此的认知更多局限于掌权集团，趋于政治性理解。另一方面，古代人民群众的生

活、心理状态则只能更多通过历史文献的侧面才能看到，因此不同民族、地域间

的人民交往证据对于还原人民间、区域间、文化间的理解更显得珍贵，也对于还



原更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来说更有说服力。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主体在社会行为、社会互动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对事

物和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赋予事物一定的文化意义，而这一整套的认识、话语与

意义又以社会知识的形式导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与实践50。对事物的认识是动态

的、多元的，社会文化意义产生于社会主体与事物或现象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社会成员赋予事物的意义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过程。虽然在古代并不存在现

代意义上的国家形象营销，但政治往来、人民交往、物产交换、文化碰撞却也形

成了朴素国家形象，也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世

界的共同建构。 

（二）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脉络 

     1、构成要素 

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中国与世界共同建构的历史从中国的先秦开始，几乎贯

穿了中国封建社会。丝绸之路的历史展示了古代中国外交活动、中国产品在他国

使用中的体验，中国与世界通过丝绸之路的互动、交往形成了的社会意义。这种

意义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形成、校正的：古代中国的物产、贸易、使节、人民

都是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名片，是众多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品牌建构主体的一种。

同时，那些来到中国的异国使节、移民、传教士、商人则是来自对象国内部的社

会互动主体的一种，甚至因为其经历的不可复制而成为对中国认知的“意见领袖”，

他们用他们的视角和经历理解、传播了中国，并在对象国内部产生了影响，促使

形成中国对于对象国产代表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历史折射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它的构成要素涉及了自然资源、

产品、人、文化、治理 5个方面。 

要素 表现 描述 

自然资源 地理、气候、城市 “沃野千里，气候宜人”、“商人云

集”、“盛产人类所需的一切”、“大汗

所辖国境，庞大无比”、“横跨热、温、

寒带” 

产品 丝绸、茶、瓷器、打火石、 “物产丰富，应有尽有，品繁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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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调料、动植物、皮

毛、宝石…… 

众”、“贸易繁忙”、“生产最好的丝

绸”、“市街华丽” 

人 商人、互市、传教士、官员、

移民 

“不尚武力”、“修身养性”、“各行各

业不同国籍的人”、“昭武九姓”“讲

究排场”、“温文有礼”、“勤俭节约” 

文化 宗教、风俗、礼仪、艺术 “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建筑物

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 

治理 都护府、羁縻府州、驿站、

外国官员、 

“四通八达”、市舶司、“任何中国人

都不能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外国人

来中国后不能随便离开” 

    2、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脉络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象脉络经历了由模糊神秘、浮华夸张到逐渐走向真实的过

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究竟是谁与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两项基本认识经

历了不断地调整，虽然南北统一的中国这一认识在传教士时代才建立起来，但华

夏一族的概念没有因为地域的广大、阻隔而中断，反而形成了明显异于他国的形

象认识，构成古代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上中国国形象的梳理，可以看到在自然资源的认识上是

始终保持较高的统一认识的，即疆域广大，物产丰富。 

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流通商品交易国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金银

器、动植物这些“明星产品”是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触点，沿线国家通过商

品的贸易、消费感知中国，因而形成了中国是技艺先进、科技先进、繁荣发达、

开放宽容的形象认识，这也可以看成是最为真实的形象认识来源，因为消费伴随

了体验，使认识更加生动。 

丝绸之路不仅产品的流通，信仰、文化的交流更是联通世界与中国重要纽带，

其中最为深刻的碰撞是信仰的交流，各种宗教传播的消涨是最为深刻的民族、国

家间的精神交流，也是民族、国家文化特色形成的来源之一，儒学在各种宗教竞

争中终于胜出，成为中国文化的体现，这一特点也被他国所认知了解。 

丝绸之路上人民的交流是国家形象形成的点滴，不同于中国政治交往中体现



出的崇尚礼仪、稳重慷慨，人民的交往更加生动活泼，中国与世界各族都有融合，

人民充当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口碑，在人民的口口相传中中国的形象逐渐建立起来，

这些口碑信息以传说、神话的形式流传于沿线国家，让中国形象更加生动。 

人民的交往中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意见领袖”，加速了中国的传播，如张骞、

玄奘、甘英等等，也有大量外国人，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等，意见领袖发挥了

更强的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国家形象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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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on the 

Silk Road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brand theory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nature resources, products, politics, culture and people, which is a process from 

mysterious to real. China has been having vast territory and abundant resources and 

been etiquette and generous In the political aspect. The “star products” such as silk, 

tea, china, metal utensils, plants, animals made China an impression of advanced 

science, prosperous, open and tolerant. Confucianism is in honor of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China has merged with the world's ethnic 

groups；people are the key role of word of mouth shaping which made the image of 

China vivid. The opinion leaders emerging from word of mouth have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China and have played a stronger role in the mainstream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even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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